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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探究旅游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长株潭城市群交通碳排放的影响因素,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测

算 2005—2016年长株潭城市群交通碳排放量,利用 STIRPAT 模型及岭回归方法对长株潭城市群接待旅游人数、人均

旅游收入、城镇化水平、单位 GDP 能耗及城镇化水平与其他因素的交互项与交通碳排放间的关系进行估计。结果显

示:(1)长株潭地区的交通碳排放保持较高速持续增长,节能减排压力大;(2)人均旅游收入和接待旅游人数是促进长

株潭城市群交通碳排放的主要影响因素,其次是城镇化水平,单位GDP能耗对交通碳排放有较明显的抑制作用;(3)城

镇化水平与单位 GDP 能耗的交互项对长株潭城市群交通碳排放有抑制作用,而城镇化水平与接待旅游人数及人均旅

游收入的交互项对长株潭城市群交通碳排放的促进作用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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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升高、全球变暖已成为威胁全球生态、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生态环境保护任

重道远,倡导绿色出行,降低能耗及物耗。据世界资源研究所统计,2016年全球碳排放量为323亿吨,而中国的碳排放量最高为 104

亿吨,占全球碳排放 29%。交通运输业、工业和发电是国家三大能源消耗碳排放源头产业[1]。根据 2017 年《中国统计年鉴》,2015

年我国交通运输业能源消耗量为38318万吨标准煤,仅次于工业和生活消耗,占能源消耗总量的8.90%,相较于2005年上升了1.77

个百分点,呈逐年上升趋势。交通是开展旅游活动的基础,是联系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的纽带,交通运输业是旅游产业必不可少的

组成部分。深入考察城市旅游发展进程中交通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对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外学者关于交通碳排放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测算和影响因素。测算内容方面,对碳排放气体的测算主要有两种。Gössling

于 2005 年最早对 CO2 气体的排放量进行测算 [2]。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中约定的温室体包括

CO2,CH4,N2O,HFCs,PFCs 和 SF6[3]。在不同交通方式的碳排放测算上,涉及了公交车、私家车、出租车、摩托车等交通工具的碳排

放量测算[4,5],也涵盖了公路、火车、飞机、海上航行等交通方式碳排放量的测算[6,7]。测算方法方面,根据数据来源角度不同,有

“自上而下”[8,9,10,11]和“自下而上”[12,13,14]两种,主要依据数据的可获得性及其研究目的来确定测算方法[15]。本研究采用“自下而

上”的方法,主要依据统计数据将各种交通工具消耗的能源种类与相应的碳排放系数相乘,测算出交通碳排放总量。 

就交通碳排放的影响因素而言,主要的分析方法有 STIRPAT 模型运用和因素分解法。具体的影响因素包括居民出行行为、交

通业发展水平、运输结构、社会经济发展、人口规模、城镇化水平等。苏涛永等研究发现,城市人口规模和车辆拥有量对城市交

通碳排放产生重要影响,公交车比重对城市交通碳排放具有显著负向影响[16]。徐昔保等研究分析表明,城市居民出行交通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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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影响因子为交通方式、出行距离、家庭年收入、年龄和性别[17]。较多学者根据影响因素提出发展低碳交通、节能减排措

施[18,19]。武翠芳等研究发现城镇化水平对交通碳排放的增长影响最大,客运周转量、货运周转量、人均 GDP 对交通碳排放也有显

著影响,并提出建设低碳交通体系是交通部门减碳的有效途径
[20]
。庄颖研究发现交通运输业发展水平、运输结构、私人汽车数量

规模是拉动广东省交通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并提出可以通过采取优化交通运输结构、使用替代清洁能源等措施减少交通碳排

放[21]。 

整体而言,国内外关于交通碳排放的研究已趋成熟,测算方法及其影响因素较为多样。测算方面较多是从能源消耗角度,但是

对于部分城市来说,交通部门的能源消耗较难剥离。影响因素方面主要体现交通运输和经济对交通碳排放的影响,较少从旅游的

角度出发研究旅游对交通碳排放的实际影响,定量研究比较薄弱;而与旅游业相关的碳排放研究也较为宏观。研究地区大多在全

国层面、中观(省级)层面,或者以某个城市为研究对象,且大多为发展程度较高的大城市,很少对旅游活动、交通运输都非常集中

的城市群地区进行案例研究。基于以上分析,以长株潭城市群为研究区域,运用扩展的 STIRPAT 模型,采用岭回归方法研究

2005—2016 年长株潭城市群旅游区旅游活动对交通碳排放的影响。对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发展过程中节能减排提出科学建议,

也为其他类似城市群或地区提供借鉴。 

1 城市群旅游业发展与交通碳排放的内在机理分析 

1.1 旅游业发展对交通碳排放的影响机理分析 

新经济地理理论认为,相互关联的企业会由于区位条件、运输成本等因素的影响呈现集聚的状态[22]。而从旅游系统模型理论

的视角来看,旅游业的组成部分包括客源市场系统、出行系统、目的地系统与支持系统,旅游业的综合性和关联性非常强[23]。因

此,旅游业的发展极易产生集聚现象,带动技术进步,带来规模经济效应和人口规模效应,对交通碳排放量产生影响
[24]

。 

旅游业发展带动技术进步影响交通碳排放量。技术进步一般表现为能源强度效应。一直以来,旅游业被认为是一个低污染、

高附加值的产业,其能源使用效率较高,但是波动大[25]。在旅游客流量较少的旅游淡季,交通工具的使用量和使用频率也相对减少,

因此碳排放强度相应减弱;而在旅游旺季,随着出游人数的增加,交通工具的使用量和使用频率上升,碳排放强度增强。旅游业技

术进步既可以通过创新旅游路线、旅游景点关联度等生产组合的方式影响运输效率,使能源使用效率提高来降低交通碳排放;也

能够通过优化旅游交通工具使用结构等方式改变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进而降低交通碳排放[26]。 

旅游业发展带来规模经济效应影响交通碳排放量。旅游业的集聚效应能使旅游产品的生产和服务产生规模经济效应,降低成

本。其对交通碳排放的影响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产业集聚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能够促进更节能清洁的技术和服务的使用
[27]
。

清洁能源交通工具的使用、景区之间的有效连接能够降低交通能耗。其次,规模经济效应能够做到产品外包[28],同区域内的旅游

交通服务与管理交由更专业、系统的部门负责能够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旅游者活动产生人口规模效应影响交通碳排放量。旅游业的发展带动大量的人口流动,旅游业更为发达的地区对交通碳排放

量的贡献更加明显[29]。据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WTO)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8 年全球国际旅游总人次达到 14 亿,增长近 6%,

高于预期的 4%～5%。在大规模人口“迁徙”的推动下,因满足游客空间位移需求所产生的交通碳排放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速度

上都会受到影响。 

1.2 影响因素的交互作用分析 

目前大部分研究只关注单一因素对交通碳排放的影响,但是旅游业的发展及其对交通碳排放的影响会受到城镇化进程的影

响,且城镇化也受到旅游业发展的推进。城镇化与服务业间有相互作用的关系[30]。城镇化会使大量人口向城市流动,旅游业的集

聚作用更加明显,在促进经济增长、带来技术进步的同时,人口的规模效应使交通碳排放量增加。而旅游业的发展对推动城市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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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31]。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服务业带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带动了人口的集中,促进城镇化的发展,影响交通结

构和居民主要交通方式,进而对交通碳排放产生影响。因此,交通碳排放量还会受到城镇化与旅游业发展、经济增长及技术进步

的交互作用的影响。 

2 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域概况 

长株潭城市群位于湖南省中东部,是湖南省经济与城市化发展的核心地区,包括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 3市,土地总面积占

全省 13.3%,城镇化率为 69.6%。长株潭城市群区位优势明显,处于京广经济带、泛珠三角经济区与长江经济带的结合部,也是我

国中部城市群建设的先行者、促进中部崛起的重点发展城市群。在长株潭一体化和中部崛起战略实施过程中,长株潭城市群的经

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交通网络愈加完善与便利,城市吸引力带动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也愈加彰显。 

据《湖南省统计年鉴》数据,长株潭地区能源消耗量由2008年的 5263.4万吨标准煤上升到 2014 年的 9872.3万吨。2016 年

长株潭城市群民用汽车拥有量为 356.7 万辆,占全省民用汽车拥有量的 32.5%。且据 2017 年《湖南省统计年鉴》统计,交通部门

能源消耗总量仅次于工业和生活消费。面对如此之高的耗能,节能减排是长株潭城市群建设“两型社会”的必要任务。 

2.2 研究方法 

2.2.1 交通碳排放核算 

本文将各类交通工具所产生的 CO2 排放量作为交通碳排放量的考察对象。由于抽样调查方法准确性较低,并且长株潭地区各

类交通方式所消耗的各类能源数据难以获得。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测算长株潭城市群交通碳排放量,利用各类交通工具不同

燃料的单位周转量能耗与相对应的周转量数据及CO2排放系数来测算各类交通工具的交通碳排放量[32]。交通碳排放仅测算公路、

铁路、水运和航空部门直接排放的 CO2,不包括使用电力所产生的 CO2。具体测算方法: 

 

式(1)中:t 为年份;j为交通类型,包括公路、铁路、水运和航空交通;k为燃料类型,包括汽油、柴油、燃料油和煤油;Et为第

t年的交通碳排放量; 为第 t年第 j种交通类型第 k种燃料类型的单位周转量能耗; 为第 t年第 j种交通类型第 k

种燃料类型的换算周转量;Cj,k为第 j 种交通类型第 k 种燃料类型的 CO2排放因子。由于长株潭地区的能源消耗数据缺失,单位周

转量能耗数据通过湖南省历年第 j种交通工具第 k种燃料类型的消耗量除以第j种交通工具第 k种燃料类型的换算周转量获得。

换算周转量是通过一定的换算系数将某种交通类型的客运周转量转换成货运周转量与本来的货运周转量相加后得到。根据我国

统计制度规定的客货换算系数,铁路、远洋、沿海、内河运输按铺位折算的系数为 1;按坐位折算,内河为 0.33,公路为 0.1,国内

航空和国外航空分别为 0.072 和 0.075。公路运输主要消耗汽油和柴油;铁路运输主要有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 3 种类

型,2000 年以来蒸汽机车已逐渐淘汰,而电力机车不直接排放二氧化碳,因此铁路交通主要消耗柴油;水运主要消耗燃料油和柴油;

航空运输主要消耗煤油[33]。CO2排放因子根据平均低位发热量、含碳水平和碳氧化率计算,汽油、柴油、燃料油和煤油的CO2排放

因子(单位为kg/kg)分别为 2.98,3.16,3.24 和 3.10[21](表 1)。 

表 1 各种运输方式消耗能源类型及其CO2排放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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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方式 消耗能源类型及其 CO2排放因子/(kg/kg) 

公路运输 汽油(2.98);柴油(3.16) 

铁路运输 柴油(3.16) 

水运 燃料油(3.24);柴油(3.16) 

航空运输 煤油(3.10) 

 

2.2.2STIRPAT 模型 

STIRPAT 模型由 Ehrlich 等提出的 IPAT模型发展而来,Ehrlich 提出人口规模、富裕程度和技术水平会对环境状况产生影响
[34]。但是由于 IPAT模型中自变量均为等比例对因变量产生影响,无法得出单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York 等人对 IPAT 模型进

行修正与扩展后产生了 STIRPAT模型[35],具体形式为 

 

式(2)中,I,P,A 和 T 分别表示环境压力、人口规模、富裕程度和技术水平;a 代表模型的系数;b,c 和 d 为人口规模、富裕程

度及技术水平指数。由于 STIRPAT 模型是多个自变量的非线性随机模型,对其取对数后,得到 

 

式中 lna是常数项,e为误差项。 

2.2.3STIRPAT 模型扩展 

STIRPAT 模型可以引入其他影响因素进行扩展,用于分析对环境压力的影响[36]。交通碳排放主要受到交通自身、社会经济和

技术水平等的影响[37]。长株潭城市群目前正处于城市群一体化、城镇化高速发展阶段,人口结构变动的过程中带动社会经济的增

长,导致交通碳排放的增加。因此,选取城镇化水平(P)代表人口规模作为影响交通碳排放的因素之一。富裕程度用人均旅游收入

(A)表示,人均旅游收入用于衡量旅游发展水平。旅游业作为支柱性产业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人均旅游收入越高,

该地区所消耗的能源和交通所产生的碳排放将会越高。接待旅游人数(N)能够表示长株潭城市群旅游业发展的现状,接待旅游人

数越多,对交通的需求越高,产生的交通碳排放也越高。技术水平方面选取单位 GDP 能耗(T)表征,单位 GDP 耗能的降低提高能源

利用效率,减少交通碳排放量。环境压力 I 用交通碳排放量表示。在此基础上,对式(3)进行调整和扩展,选取城镇化水平、接待

旅游人数、人均旅游收入和单位 GDP能耗 4项变量构建了长株潭城市群交通碳排放影响模型: 

 

式(4)中,N 为接待旅游人数(万人次),P 为城镇化率(%),A为人均旅游收入(元/人),T 为单位 GDP 能耗(kg/万元)。β1,β2,β3

和β4为弹性系数,表示当 N,P,A 和 T变化 1%时,分别引起 I变化β1%,β2%,β3%和β4%。 

为考察城镇化水平与接待旅游人数、人均旅游收入及单位 GDP 能耗的交互项对交通碳排放的作用,加入 lnP×T,lnP×N 和

lnP×A交互项对式(4)进行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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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lnP×T,lnP×N 和 lnP×A 分别为城镇化水平与单位 GDP 能耗、接待旅游人数及人均旅游收入的交互项;β5,β6和 β7

为弹性系数。 

2.3 数据来源 

湖南省于 2006年开始对单位 GDP能耗进行测算,所以本研究选取数据的时间序列为 2005—2016年。研究中所需要的长沙市、

株洲市和湘潭市三城市各类交通工具客运周转量和货运周转量、旅游接待人次、年旅游业总收入、城市人口、常住人口和单位

GDP 能耗等指标的数据均来源于 2006—2017年《湖南统计年鉴》、《长沙市统计年鉴》、《株洲市统计年鉴》、《湘潭市统计年鉴》。

为消除价格变动因素的影响,旅游业总收入折算成 2010年可比价计算。 

3 实证分析 

3.1 交通碳排放量变化趋势 

从计算结果(图 1)可看出,2005—2016年长株潭地区的交通碳排放量整体呈上升趋势,由 2005 年的 32.45×103t 增长到2016

年的 121.32×103t,11 年间增加了 88.86×103t,年平均增长率达 12.73%。长株潭地区旅游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交通需求上

涨,导致交通碳排放量上升。从时间趋势上来看,主要有 3 个变化阶段:第一阶段为 2005—2007 年,交通碳排放量增长缓慢,年均

增长率为 12.07%。2008—2012 年为第二阶段,长株潭地区交通碳排放量高速增长,年平均增长率为18.39%,其中 2008 年长株潭地

区的交通碳排放量增长速度最快,达 42.82%。2013年相对上一年减少了 15.15×10
3
t,减少幅度为 13.24%。2013—2016 年为第三

阶段,呈缓慢增长趋势。 

 

图 1 2005—2016 年长株潭城市群交通碳排放量 

分地区来看,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 3 个城市的交通碳排放量总体均呈现上升趋势。湘潭市交通碳排放量始终低于其他,

且上升缓慢。长沙市交通碳排放量变化趋势与长株潭地区变化趋势大致相同,且基本处于领先地位。株洲市交通碳排放量于 2008

年大幅下降后,呈现缓慢增长态势。 

3.2 模型变量的变化趋势 

表 2对模型(4)中自变量的变化情况进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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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16年长株潭城市群接待旅游人数在11年间呈连续上升趋势,由2005年的2932.27万人次上升到2016年的18079.7

万人次,年平均增长率为 18.09%。长株潭城市群接待旅游人数总体呈现两个阶段,2005—2011 年增长速度较快,除 2008年增长率

为 8.21%外,年平均增长率为16.95%。2012 年开始长株潭城市群接待旅游人数的增长速度较之前开始下降,2012—2016年平均增

长率为 13.39%。 

2005—2016 年间长株潭城市群人均旅游收入整体呈上升趋势且有较大的变化,由 2005 年的 3573.4 元/人上升到 2016 年的

33245.7 元/人,增长为 9.3 倍。2009—2011 年和 2015—2016年两个阶段增长速度较快,年增长率在 25%以上。长沙市的人均旅游

收入最高,增长速度较为稳定;其次是湘潭市,最低为株洲市。 

2005—2016年长株潭城市群城镇化率持续上升,由 2005 年的 48.1%上升到 2016 年的 69.6%。长沙市的城镇化率由2005 年的

53.87%上升到 2016年的 75.99%,城镇化水平较高;2016年株洲市的城镇化率为 64.1%,湘潭市为60.3%。其中,长株潭地区在 2010

年城镇化率上升较为明显。长株潭地区单位 GDP 能耗逐年下降,到 2016年仅为 0.69。其中长沙市的单位GDP 能耗整体较低,控制

较好。 

表 2 长株潭城市群交通碳排放影响因素描述统计分析 

变量 地区 均值 标准差 极大值 极小值 

接待旅游人数/万人次 

长株潭 8812.27 5092.43 18079.70 2932.27 

长沙市 4887.09 2433.06 8753.00 1814.42 

株洲市 1891.69 1365.17 4557.40 490.72 

湘潭市 2033.49 1320.57 4769.30 627.13 

人均旅游收入/(元/人) 

长株潭 13998.11 9401.97 33245.70 3573.40 

长沙市 6423.35 3372.65 12164.50 2067.42 

株洲市 3239.96 2788.63 9795.09 586.57 

湘潭市 4334.80 3317.75 11286.12 919.41 

城镇化率/% 

长株潭 59.21 8.04 69.60 43.50 

长沙市 66.11 7.11 75.99 53.87 

株洲市 54.53 7.21 64.10 42.50 

湘潭市 51.70 5.38 60.30 42.50 

单位 GDP能耗/ 

(吨标准煤/万元) 

长株潭 1.12 0.34 1.60 0.69 

长沙市 0.74 0.20 1.03 0.49 

株洲市 1.13 0.35 1.62 0.68 

湘潭市 1.48 0.46 2.14 0.88 

 

3.3STIRPAT扩展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首先使用软件 SPSS20.0 对 5个变量I,N,P,A 和 T进行对数化处理得到变量 lnI,lnN,lnP,lnA 和 lnT。然后,通过方差膨胀因

子(VIF)对变量间的共线性进行检验,发现各变量的 VIF值均大于 10,存在严重的共线性(表 3)。长株潭城市群人均旅游收入对数

和接待旅游人数对数的 VIF 值远远大于 10,分别为 225.555 和 344.834;单位 GDP 能耗对数和城镇化水平对数的 VIF 值分别为

55.521 和 14.127。表明自变量间存在明显的共线性,直接使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将无法正确解释自变量与交通碳排放的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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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地区各变量 VIF值 

变量 长株潭地区 长沙市 株洲市 湘潭市 

lnN 14.127 70.773 36.110 28.876 

lnP 344.834 258.724 338.191 304.043 

lnA 225.555 144.172 156.194 223.113 

lnT 55.521 40.523 126.326 28.334 

 

为处理上述问题,采用专门用于共线性数据分析的有偏估计回归方法岭回归法。岭回归法对病态数据的耐受性远远强于最小

二乘法,它通过放弃最小二乘的无偏性,丢弃少量信息和精度换来方程系数的合理估计,结果更符合实际的方程[38]。对长株潭城市

群交通碳排放的影响因素方程式(5)进行岭回归,设置岭回归系数 k∈[0,1],步长为 0.01 进行回归,得到相应的方程系数和岭迹

图。通过观察岭迹图可看出,当 k=0.15 时,回归系数的变化开始趋于稳定。选择 k=0.15对方程再次进行岭回归分析,得到各变量

的系数。此时调整后的 R2为 0.933,各变量系数和常数项均通过了 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模型拟合度良好,说明岭回归得出的结果

能较好地解释各变量与交通碳排放间的关系。得到的回归方程为 

 

就长株潭城市群而言,接待旅游人数和人均旅游收入对交通碳排放的影响最为显著,每增加1%接待旅游人数或1%人均旅游收

入,交通碳排放量将增加 0.303%或 0.286%。旅游规模是交通碳排放的主要贡献因素,故长株潭城市群交通与旅游协调发展,促进

生态环境健康发展,仍需做出较大努力。城镇化水平对长株潭城市群交通碳排放的影响也较大,城镇化水平每增加 1%,交通碳排放

量就增加 0.208%。城镇化带动了城市的发展,城市人口的快速集聚使得城市交通需求增大,给长株潭城市群带来环境压力。能源

强度单位 GDP 能耗对交通碳排放具有抑制作用,单位 GDP 能耗每下降 1单位,交通碳排放将下降 0.143%。发展清洁能源交通技术

对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有显著成效,但是目前其控制力度不如其他因素带来的环境压力,说明今后在加强交通能源利用效率方面给

予更多的技术支持。 

3.4 交通碳排放影响因素城市差异 

用相同的方法对长沙市、株洲市和湘潭市 3 个城市的交通碳排放的影响因素方程式进行岭回归,观察岭迹图,通过判断得出

当 k分别为 0.18,0.19 和 0.10 时,各相应的回归系数的变化开始趋于稳定。具体回归数据见表 4。此时,各 R
2
分别为 0.941,0.810

和 0.750,各变量系数和常数项均通过了 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各城市的交通碳排放影响因素模型拟合度较好,得出的各回

归系数能较好地解释变量间的关系。得到的长沙市、株洲市和湘潭市交通碳排放影响因素回归方程分别为: 

 

根据回归方程(7),(8)和(9)可知,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三市的交通碳排放受各因素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 

就旅游发展方面的影响来看,对 3 个城市交通碳排放起较大促进作用的因素是接待旅游人数。每增加 1%接待旅游者人数,长

沙市、株洲市和湘潭市的交通碳排放量相应增加 0.275%,0.462%和 0.473%。长沙市作为省会城市,在交通、旅游资源等方面占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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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接待旅游人数远高于其他两市,但是旅游人数给交通和环境带来的压力却小于其他两市。人口密度的增加,相较于公共交通

网络更加完善的长沙市,株洲市和湘潭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显得尤为迫切。人均旅游收入是对长沙市和湘潭市交通碳排放量贡献

最大的因素,每增加 1%人均旅游收入,长沙市和湘潭市的交通碳排放量相应增加 0.297%和 0.489%。收入是影响城市交通碳排放的

重要因素[39]。收入增加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私家车辆拥有量上升导致交通碳排放量增加。而对于旅游资源较少的株洲市,人均旅

游收入低于其他两城市,其对交通碳排放的影响较小。 

城镇化率对长沙市、株洲市和湘潭市交通碳排放的影响程度低于旅游发展方面的因素对交通碳排放的影响程度。长沙市和

株洲市城镇化水平对交通碳排放的贡献较湘潭市大,城镇化率每升高1%,长沙市和株洲市的交通碳排放量将增加0.207%和0.182%,

而湘潭市只增加 0.076%。城镇化会从产业结构调整、能源供给的最优化、技术进步和能源的高效利用四个方面对交通碳排放产

生影响
[40]

。目前阶段长沙市和株洲市城市化发展迅速,城市人口激增,对交通能源的需求较大;而湘潭市城市化发展相对缓慢,城

镇化率年均增长率仅为 3.23%,对交通碳排放量影响不大。 

能源消耗强度对长沙市、株洲市和湘潭市交通碳排放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湘潭市能源消耗强度的抑制作用最为明显,每减

少 1%单位 GDP 能耗,交通碳排放量将下降 0.207%。湘潭市作为湖南省核心工业城市,较大地受到单位 GDP 能耗的影响,发展清洁

能源技术、优化交通结构有利于节能减排。长沙市和株洲市单位 GDP 能耗每减少 1%,交通碳排放量将下降 0.153%,0.110%。长沙

市是长株潭城市群核心城市,株洲市是交通枢纽和区域物流中心,控制交通运输业高耗能环节、优化交通系统能减少交通碳排放

带来的环境压力。 

3.5 影响因素的交互作用 

考虑到城市群城镇化发展进程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加入城镇化与技术水平、旅游发展因素的交互项分析城镇化发展与旅游

业发展对交通碳排放的交互作用(表 4)。结果显示,城镇化水平与单位 GDP 能耗的交互项对长株潭城市群交通碳排放有抑制作用,

而城镇化水平与接待旅游人数及人均旅游收入的交互项对长株潭城市群交通碳排放有较强的促进作用。说明,长株潭城镇化的发

展带动技术进步,优化能源供给能有效抑制交通碳排放的产生;而城镇化带动旅游业发展的同时,其对交通的需求加大,对交通碳

排放的压力更加显著。值得注意的是,就 3个城市来看,城镇化发展较快的城市长沙市,其城镇化水平与接待旅游人数及人均旅游

收入的交互项给交通碳排放带来的压力较其他两市更为明显。进一步说明,城镇化水平与旅游业发展关联性较强,城镇化与旅游

业的快速发展给交通碳排放带来的挑战巨大。 

表 4 不同地区各变量的系数 

变量 长株潭地区(k=0.15) 长沙市(k=0.18) 株洲市(k=0.19) 湘潭市(k=0.10) 

lnN 0.303** 0.275*** 0.462*** 0.473* 

lnP 0.208*** 0.207*** 0.182*** 0.076* 

lnA 0.286*** 0.297*** 0.095* 0.489** 

lnT -0.143** -0.153* -0.110* -0.207* 

lnP×T -0.047* -0.071* -0.142* -0.147* 

lnP×N 0.395*** 0.366*** 0.273*** 0.239*** 

lnP×A 0.466*** 0.499*** 0.256*** 0.264*** 

常数 10.899*** 8.533*** 10.231*** 5.417* 

R2 0.933 0.941 0.810 0.750 

 

注:P*<0.1,P**<0.05,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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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讨论 

通过测算 2005—2016 年长株潭城市群交通碳排放量,运用并扩展 STIRPAT 模型建立长株潭地区交通碳排放影响因素回归模

型,分析各影响因素对长株潭地区交通碳排放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并对比长沙市、株洲市和湘潭市三市结果,得出以下结论: 

(1)总体来看,长株潭城市群的交通碳排放保持较高速持续增长,节能减排压力大,其中长沙市对交通碳排放量的贡献最大。

接待旅游人数(0.303)和人均旅游收入(0.286)是促进长株潭城市群交通碳排放的主要影响因素,其次是城镇化水平(0.208),单

位 GDP 能耗(-0.143)对交通碳排放有较明显的抑制作用。 

(2)各影响因素对长株潭城市群交通碳排放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湘潭市和株洲市接待旅游人数对交通碳排放量促进作用明

显,对于发展相对缓慢的城市来说,旅游人数的增加带来的交通减排压力更大。株洲市人均旅游收入对交通碳排放量的影响最小。

长沙市和湘潭市人均旅游收入对交通碳排放量的增加贡献较大,旅游业的发展会给当地带来较好的经济效应,改善居民生活水

平。长沙市和株洲市城镇化速度快于湘潭市,其导致的交通碳排放压力也大于湘潭市。 

(3)城镇化水平与单位 GDP 能耗的交互项对长株潭城市群各地区交通碳排放均有抑制作用;而城镇化水平与接待旅游人数及

人均旅游收入的交互项对交通碳排放量的促进作用大于单个因素对交通碳排放的影响,且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城市对增加交通碳

排放量的交互作用更加明显。 

针对上述结果分析,长株潭城市群首要的任务应该是在城镇化和旅游经济发展过程中,建立和优化交通系统,发展能源消耗

控制技术,提高交通能源使用效率。具体提出以下措施:首先建立长沙市、株洲市和湘潭市三城市的协调机制,优化交通结构。推

行和发展新型模式,加强现代交通网络建设;加强高排放车辆管控,研发和推广新型节能技术,提倡使用新能源汽车,提高能源利

用效率。长株潭城市群城市化的进程中可能忽略绿色发展,城市人口的增加促使能源需求加大。首先要提高城市居民环境保护意

识,加大力度引导和鼓励城市居民参与到环保运动中;其次注重协调产业结构和交通布局的关系,注重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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